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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在西藏自治区文物保

护研究所的支持下，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

研究所及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中国社

会科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和西藏

昌都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对西藏昌都市类

乌齐县、 八宿县和察雅县的元代寺院绘

画遗存进行了调查。 鉴于长期以来学术

界对昌 都 市 唐 代 和 清 代 遗 存 比 较 关 注，

而对于宋、 元、 明时期的遗存缺乏认识；

同时鉴于印度波罗风格对中国藏传艺术

在唐、 元之间的重要影响， 而这一风格

在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传播路线一直不清，

昌都市现存相关绘画对于填补该地区元

代遗存的缺失和弥补波罗风格在西藏和

内地之间传播的重要缺环， 无疑都具有

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　 昌都市现存元代寺院

绘画遗存

此次昌都市元代绘画遗存的调查对象

主要包括类乌齐县的类乌齐寺唐卡， 八宿

县的八宿寺壁画， 察雅县诺尔寺壁画和伦

拉伦珠曲吉林寺的平棊彩绘。 迄今为止，

除类乌齐寺的部分唐卡已经公布并有所研

究外， 其余绘画遗存在学术界均鲜为人知，

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 类乌齐寺唐卡

类乌齐寺 （ ｒｉ ｂｏ ｃｈｅ ｄｇｏｎ） 位于类乌

齐县类乌齐镇， 由达隆噶举派主持桑结温

（ｓａｎｇｓ ｒｇｙａｓ ｄｂｏｎ， １２５１—１２９６） 建于 １２７６

年。 类乌齐寺自此就成为达隆噶举在康区

的主寺， 并被称为 “下寺” （ｍａ ｔｈａｎｇ），

而位于拉萨市林周县、 建于 １１８０ 年的主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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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隆寺则被称为 “上寺” （ｙａ ｔｈａｎｇ）。􀂷 类

乌齐 寺 主 殿 查 杰 玛 大 殿 一 直 保 存 至 今

（图 １）， 历经修复， 殿内雕塑和壁画虽均

不存， 但保存有不少早期珍贵唐卡， 部分

已公布。􀂸 由于西方学术界最早接触到流落

海外的公私藏品大多与达隆寺相关， 因此

同一风格的唐卡被统称为达隆唐卡或达隆

绘画。 类乌齐寺唐卡多为布面， 尺寸不一，

大者， 高 １００ 厘米， 宽 ７０ 厘米； 小者， 高

２０ 厘米， 宽 １５ 厘米。 其题材、 风格都与西

方藏达隆唐卡高度相似： 题材涉及诸佛、

菩萨、 本尊、 护法和上师像， 风格具有浓

郁的东北印度波罗风格的特点。 构图上，

类乌齐寺唐卡也采用中心构图模式， 将主

尊像构图在画幅的中心， 胁侍构图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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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属环绕主尊周围，􀂷 主尊造型巨大， 胁侍

和眷属较小， 构图重点突出而又左右、 上

下对称。 佛多坐像， 螺发高髻， 面部方形，

胸部宽大， 四肢健壮， 身着袒右袈裟， 结

跏趺坐； 菩萨多高髻， 头戴三角形三叶宝

冠， 面部趋于椭圆， 上身裸露， 下身穿着

纹样繁复的裙裤。 胁侍均为立像， 身体修

长， 多为优 美 的 三 折 枝 造 像， 装 饰 华 丽

（图 ２）。 与佛像相比， 菩萨像装饰极其精

美、 华丽， 宝冠上装饰层叠的珠宝， 双耳

佩戴硕大的耳珰， 胸部装饰有缀满璎珞的

项圈和项链 （图 ３）； 上师像最具特色， 通

常构图在长方形条石象征的山岩之中， 或

采用正面， 或侧面四分之三形象， 尤其流

行两位上师四分之三侧面对坐的构图。 上

师均身披大氅， 内着坎肩， 面部、 五官不

乏个性化表现的笔触 （图 ４）。 身后的背光

通常由舟形彩虹头光、 马蹄形身光和工字

型须弥座等元素组成。 背光中的拏具装饰

相对简洁， 通常包括两种组合： 一种由大

象、 狮羊、 摩羯鱼或妙音鸟 （金雁） 组成，

头光顶部无拏具装饰； 另一种则在头光顶

部装饰大鹏鸟与龙子和龙女 （图 ４）， 其造

型和做法与萨迦南寺拉康钦摩 １３ 世纪金铜

造像和北京居庸关云台 １３４５ 年的券门浮雕

非常相似。 须弥座镶嵌各种宝石， 正面中

央通常悬瀑一块织物， 其上绘像， 两侧对

称地构图狮子、 大象、 宝马、 大鹏鸟或孔

雀等乘骑。 其上承载的莲座由仰覆莲瓣组

成， 莲瓣造型宽大， 瓣尖卷曲似如意云头

（图 ３ 至图 ４）。 画面中的珠宝饰物通常都

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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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达隆唐卡一样， 类乌齐唐卡在背面

也题写各种经咒和开光题记。􀂷 顶部一般

题写开光题记， 正中主尊身后为各种经咒

组成的佛塔， 而其余眷属身后通常都题写

三字总持咒。 主尊身后的塔型经咒至少包

括三字总持咒、 缘起偈和 “忍辱苦行为最

胜” 经咒， 较多的经咒则多达七种，􀂸 背

面的经咒及由其组成的佛塔以及正面的形

象， 将佛的身、 语、 意三者完美地统一于

一体。 由于开光题记通常题写对唐卡进行

开光的高僧的名字， 因此具有断代的重要

意义。 在公布的类乌齐唐卡中， 有三幅作

品题写了开光题记， 其中两幅达隆噶举派

上师像唐卡的题记相同， 为 “吉祥达隆派

温波喇嘛仁波且开光” （ ｓｔａｇ ｌｕｎｇ ｐａｖｉ ｄｂｏｎ

ｐｏ ｂｌａ ｍａ ｒｉｎ ｐｏ ｃｈｅ ｄｐａｌ ｇｙｉ ｒａｂ ｇｎａｓ

ｂｚｈｕｇｓ） （图 ５）， 另一幅大黑天唐卡开光

题记为 “吉祥噶译师的本尊像四臂大黑天

唐卡， 由吉祥达隆派温波开光、 加持， 甚

为殊胜， 吉祥如意”􀂹。 此则题记题写于

大黑天像背部， 位置与前两件上师像唐卡

虽不同， 且内容也略有差异， 但开光者应

为同一人。 据长期从事达隆唐卡研究的

Ｊａｎｅ Ｃａｓｅｙ Ｓｉｎｇｅｒ 统计， 与类乌齐寺第一种

题记相同的唐卡有 ３６ 件，􀂺 题记中提到的

上师就是达隆噶举派上师扎巴贝 （ ｇｒａｇｓ

ｐａ ｄｐａｌ， １２５１—１２９６ ）， 他于 １２７２—１２７３

年和 １２７６—１２９６ 年活动于拉萨的达隆寺

和昌都的类乌齐寺。􀂻 类乌齐寺唐卡中开

光题记的出现， 为这批唐卡的断代提供了

重要的依据。 由此可知， 类乌齐寺与这

三幅开光题记风格相同的唐卡应创作于 １３

世纪末前后的元代。 类乌齐寺唐卡在题

材和 风 格 上 基 本 与 达 隆 唐 卡 一 脉 相 承，

与达隆唐卡类似， 这批唐卡在题材和风格

上不仅与西藏热振寺 、 􀂼大昭寺、􀂽 扎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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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ｄｏｎ： Ｌａｕｒａｎｃｅ Ｋｉｎｇ 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ｌａｎ Ｍａｒｓｃｕｓｏｎ， １９９７， ｅｎｄｎｏｔｅ ９ ｏｎ ｐ􀆰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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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 艾旺寺􀂸和夏鲁寺􀂹等宋元时期的波

罗风格绘画相关， 而且与甘肃敦煌莫高

窟、􀂺 安西榆林窟壁画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

水城 出 土 的 西 夏 藏 传 绘 画 关 系 也 十 分

密切。􀂻

（二） 八宿寺壁画

八宿寺位于八宿县八宿寺 （ ｄｂａｖ ｓｈｏｄ

ｄｇｏｎ） 同卡镇， 又被称为同卡寺 （ ｔｈａｎｇ

ｋａ ｄｇｏｎ） 或 “ 桑珠德钦林” （ ｂｓａｍ ｇｒｕｂ

ｂｄｅ ｃｈｅｎ ｇｌｉｎｇ， 如意大乐寺之意） ， 一般

认为由宗喀巴的弟子洛巴·坚赞僧格建

于 １４７３ 年， 为格鲁派寺院。􀂼 但按清初

第司·桑结嘉措 （１６５３—１７０５ ） 的 《 黄

琉璃》 记载， 该寺全称为 “ 甘丹桑珠林

寺” （ ｄｇａｖ ｌｄａｎ ｂｓａｍ ｇｒｕｂ ｇｌｉｎｇ， 意为兜率

天如意寺） ， 由格鲁派僧人坚赞僧格的侄

子班觉桑布 （ ｄｐａｌ ｖｂｙｏｒ ｂｚａｎｇ ｐｏ） 迁建：

“喇嘛坚赞僧格 （ ｒｇｙａｌ ｍｔｓｈａｎ ｓｅｎｇ ｇｅ） 在

宣努八宿 （ ｇｚｈｏｎｇ ｎｕ ｄｐａｖ ｓｈｏｄ） 修建了

一个名叫楚 （ ｖｋｈｒｕｇ） 的寺院， 其侄班觉

桑布将其改迁为新寺， 取名甘丹桑珠林

寺”􀂽。 八宿寺建筑规模巨大， 古代壁画

主要保 存 在 觉 康 （ ｊｏ ｋｈａｎｇ ） 一 层 大 殿

（图 ６） 。 觉康楼高三层， 坐北朝南， 一层

建筑 平 面 呈 方 形， 南 北 略 长， 长 １３􀆰 ４

米， 东 西 略 窄， 长 １０􀆰 １ 米， 净 空 高 达

５􀆰 ３ 米， 空间十分开阔。

四壁 （除殿门南壁） 前供奉有高大的

诸佛菩萨塑像， 其后壁面则绘有 １４ 铺大型

壁画， 部分壁画残损。 其中正壁 （北壁）

绘有 ３ 铺， 东西两壁对称地各有四铺， 殿

门 （南壁） 东侧两铺， 西侧一铺。 这些壁

画均采用中心构图法， 中心均为巨幅主尊

像， 四周为诸佛、 菩萨、 上师和护法神等

眷属小像环围， 部分小像下方题写有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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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以中心主尊为主， 按顺时针方向，

从南侧西壁 （西南壁） 开始， 依次描绘有

六臂大黑天 （图 ７）、 十一面观音菩萨、 阿

閦佛 （图 ９）、 无量光佛、 释迦牟尼佛、 宗

喀巴大师 （图 １０）、 释迦牟尼佛、 金刚持

菩萨、 格鲁派上师、 宗喀巴大师、 药师佛、

文殊与弥勒菩萨对坐像 （图 １４）、 四臂大

黑天和多闻天王等像。 除东壁的文殊与弥

勒菩萨对坐像以外， 其余主尊像都是藏区

寺院中常见题材， 而文殊和弥勒菩萨对坐

像则较为罕见， 早期壁画中具有较为确切

的年代目前只有两例： 其一为山南扎囊县

１０８１ 年修建的扎塘寺； 其二为日喀则市

１３０６ 年左右扩建的夏鲁寺。 根据文献的记

载和研究， 这一题材的出现与阿底峡大师

和汉传佛教华严宗有关。􀂷

现存壁画题材以格鲁派为主， 融合噶

举派和噶当派诸佛菩萨和上师像。 其中宗

喀巴大师像、 格鲁派上师像及其胁侍无疑

为格鲁派题材， 其余题材虽为藏传佛教各

派共尊神灵， 但金刚持、 六臂和四臂大黑

天及其胁侍在噶举派中更为流行， 显然是

西藏昌都元代绘画遗存的调查与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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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派的题材。 与此同时， 按西南壁主尊六

臂大黑天的上方胁侍题记， 此处绘有以底

洛巴、 玛尔巴、 米拉日巴等为首的噶举派

传承上师像 （图 ８）； 东壁主尊宗喀巴大师

上方表现有以阿底峡、 大译师仁钦桑布和

库顿大师为首的噶当派传承上师像。 格鲁

派、 噶当派和噶举派的诸佛菩萨和上师虽

然在此齐聚一堂， 但配置与常规不符： 从

西壁现存无量光佛和阿閦佛像来看， 二者

应为后弘期早期流行的五方佛配置， 但现

存壁画并不完整。 按无量光佛为西方佛、

阿閦佛为东方佛， 壁画缺少中央的大日如

来、 南方的宝生佛和北方的不空成就佛。

与此同时， 整个四壁配置有两身释迦牟尼

佛、 一身宗喀巴像和一身格鲁派上师大像，

似乎也异于常规。

经仔细观察， 主尊像身下须弥座上的

乘骑为解释这些非常规的图像配置或许提

供了有益的线索。 从西壁表现的阿閦佛和

无量光佛主尊像， 结合其他主尊像的须弥

座来看， 一层大殿原初应绘制有完整的五

佛像， 因为西壁保存有比较完整的无量光

佛和阿閦佛主尊像， 二者虽然经过不同程

度的重绘， 但其身色、 印契和乘骑都与经

典记载吻合。 其中， 阿閦佛为蓝色身体，

双脚结跏趺坐， 右手前伸结触地印， 左手

结禅定印， 须弥座前方两侧绘有一对相背

的大象 （图 ９）。 这一造像与经典中记载的

身蓝色、 右手结触地印、 左手结禅定印，

大象为其乘骑的规定完全一致； 无量光佛

主尊像身体红色， 双脚结跏趺坐， 双手结

禅定印并持钵端坐于须弥座上， 须弥座正

前方两侧绘有一对相背站立、 同时回首的

孔雀。 其身色、 印契和乘骑也与经典的规

　 　 　 壁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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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完全吻合。 由此可知， 大殿四壁原初可能

绘有一套完整的五方佛像， 虽然其他三方佛

像现已踪迹全无， 但东壁的宗喀巴大师像宝

座上的乘骑似乎提供了一条线索。 此处的宝

座上绘有宝马、 大象、 狮子和金翅鸟等四个

乘骑， 与西壁北侧同一题材宝座上绘制的乘

骑双狮不同。 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比较， 其

中的宝马、 大象和孔雀的造型、 色彩和神态

与西壁两方佛宝座上的乘骑有差异， 唯有金

翅鸟较为接近。 与此同时， 主尊像风格之间

的比较显示， 东壁宗喀巴像明显晚于西壁的

阿閦佛像。 虽然迄今缺乏文献记载， 但风格

类比表明， 东壁的宗喀巴大师像及其宝座很

大程度上应在后世经过重绘和改绘， 该像原

来应为四壁中缺失的三方佛之一的北方不空

成就佛。 倘若如此， 这一变化就能解释主尊

像中为何出现两身释迦牟尼佛像、 一身宗喀

巴像、 一身格鲁派上师像和五方佛中三方佛

为何缺失。

另外， 觉康现存壁画的风格体现出比较

浓郁的波罗特征， 同时融合了部分尼泊尔元

素， 展示出不同历史时期风格演变的烙印。

通过细致观察和比较， 觉康壁画至少经历了

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重绘和改绘， 部分痕迹

仍清晰地保存至今。 第一阶段应为建殿时期

的壁画， 风格以波罗艺术为主， 同时融合尼

泊尔风格元素。 觉康大殿壁画整体上都应属

于这一时期， 其中殿门两侧的四臂和六臂大

黑天， 西壁的十一面观音、 阿閦佛， 东壁的

药师佛、 文殊与弥勒菩萨对坐像基本保持了

当时原貌。 菩萨圆锥状的高发髻， 三角形层

叠的三叶冠， 头部、 胸部和四肢造型简洁而

又硕大、 华丽的装饰 （图 １３ 至图 １４）， 胁侍

修长苗条的身体， 婀娜的三折枝造型 （图 １１

至图 １２）， 以妙音鸟、 狮羊、 大象等三拏具

或四拏具瑞兽组成的背光 （图 ７）， 嵌满红宝

石、 蓝宝石和绿松石莲瓣的须弥座及其上卷

曲似如意云头的莲瓣等 （图 ７、 图 １４）， 与类

鸟齐寺唐卡非常接近， 均属于波罗风格元素；

与此同时， 单色头光或身光中铺满繁复的缠

枝纹样， 菩萨头上的水滴形五叶冠头饰则体

现出尼泊尔艺术的元素。 第二阶段主要是对

部分主尊及其眷属进行了重绘和改绘。 例如，

西壁的无量光佛、 释迦牟尼佛， 正壁的宗喀

巴、 释迦牟尼佛、 金刚持， 东壁的格鲁派上

师和宗喀巴像 （图 １０） 等， 都应在后世改绘

和重绘。 这些壁画， 尤其是周围的眷属小像

虽然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早期风格的一些元素，

但通过局部比较发现， 尤其是主尊像的变化

很大。 以西壁的无量光佛为例， 主尊像的风

格与相邻的阿閦佛迥然有别， 应经过多次重

绘， 但其左侧的胁侍观音菩萨立像仍比较好

地保留了早期的风格， 与此相对的蓝色金刚

手菩萨立像则与观音菩萨像不完全相同， 头

部虽然保持了高髻， 但头戴水滴形五叶冠，

观音菩萨趋于长方形的脸型在此变成了椭圆

形。 与此同时， 身体笔直， 缺乏观音菩萨头

部微侧、 臀部微摆的三折枝造型， 整个线条、

色彩趋于粗拙， 无疑经过后世的改绘。 第三

阶段的重绘和改绘最为明显， 应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进行。 与第二阶段相比， 这些重绘

主要体现在局部。 例如， 西壁无量光佛的四

肢， 宗喀巴像的帽子、 头光、 袈裟、 面部和

四肢等都体现出重绘的清晰痕迹 （图 １０）。

根据觉康壁画的题材、 风格， 结合文献

记载， 该殿原初应为噶举派寺院， １５ 世纪

　 　 　 壁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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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格鲁派的兴起被 改 宗 为 格 鲁 派 寺 院。

宋、 元时期的昌都， 是噶举派、 萨迦派尤

其是达隆噶举和噶玛噶举活动的主要地区

之一。 达隆噶举自桑结温之后将类乌齐寺

作为 该 派 的 另 一 主 寺， 大 力 在 康 区 传 法、

建寺， 并形成数个活佛转世系统； 噶玛噶

举派则自其创始人都松钦巴 （１１１０—１１９３）

以来， 包括昌都在内的康区一直就是该派

传法的重点地区， 该派的主寺噶玛寺就由

都松钦巴建于 １１４７ 年。 二世噶玛巴噶玛拔

希 （１２０４—１２８３ ） 也频繁在康区及汉藏交

界地带 传 法 建 寺。 三 世 噶 玛 巴 让 琼 多 吉

（１２８４—１３３９） 亦是如此， 他在昌都修建的

噶玛拉登寺也保存至今。 四世噶玛巴乳必

多吉 （ １３４０—１３８３ ） 也 曾 在 这 一 带 传 法，

修建寺院。􀂷 １５ 世纪初， 随着格鲁派的兴

起， 格鲁 派 的 教 法 也 随 之 传 入 昌 都 各 地，

昌都地区一些噶举派寺院被改宗成格鲁派

寺院， 第司·桑结嘉措的 《黄琉璃》 为此

留下不少珍贵的记载。 例如， 岗堆寺 （ ｇｙ⁃

ａｎｇ ｓｔｏｄ ｄｇｏｎ） 和热擦寺 （ ｒａ ｔｓｈａｇ ｄｇｏｎ） 以

前就是噶举派寺院， 后来被改宗为格鲁派

寺院。􀂸 八 宿 寺 也 应 如 此， 按 前 引 《 黄 琉

璃》， “喇嘛坚赞僧格在宣努八宿修建了一

个名叫楚的寺院， 其侄班觉桑布将其改迁

为新寺， 取名甘丹桑珠林寺”􀂹， 亦即按照

第司·桑结嘉措的说法， 八宿寺 （ 即甘丹

桑珠林寺） 是班觉桑布将楚寺改迁到八宿

的， 同时综合觉康壁画的题材和风格以及

噶举派 １５ 世纪前在昌都地区的活动， 该地

在格鲁派僧人班觉桑布改迁时极有可能就

有一座寺院， 而且是噶举派寺院。 换而言

之， 八宿寺现存觉康极有可能是一座元代

修建的噶举派寺院， 而非明代始建， １５ 世

纪改宗为格鲁派时， 对殿内壁画进行了重

绘和改绘。 当然， 也不能完全排除该寺建

于 １４７３ 年的可能性。 因此， 觉康现存早期

壁画极有可能创作于 １４ 世纪左右， １５ 世纪

末后又经过历次重绘和改绘。

（三） 诺尔寺壁画

诺尔寺 （ｎｏｒ ｄｇｏｎ） 位于察雅县吉塘镇酉

西村半山缓坡上 （图 １５）。 有关寺院历史，

文献缺载。 据僧人介绍， 该寺全称叫贝丹诺

尔布寺 （ ｄｐａｎ ｌｄａｎ ｒｎｏｒ ｐｏ ｄｇｏｎ）， 原属噶举

派， 现为格鲁派寺院。 寺院坐北朝南， 建筑

两进， 楼高二层， 古代壁画保存在第二进建

筑的一层大殿中。 大殿平面近方形， 东西长

１１􀆰 ３２ 米， 南北宽 １０􀆰 ７２ 米， 净空高 ７􀆰 ４６ 米。

壁画主要保存在殿门所在的南壁两侧和西壁

南侧， 其余壁面的壁画已荡然无存。 壁画保

存状况极差， 大多被擦刮， 漫漶不清， 同时

除殿门上方的无量寿佛与白度母和绿度母等

组像外， 其余壁画色彩严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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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察雅县诺尔寺

　 　 南壁即殿门两侧壁画保存相对完整，

壁画以殿门为中心， 左右基本对称。 两侧

现存壁画高约 ５ 米， 宽约 ３ 米， 共绘有 ９

组大像及其胁侍。 构图以主尊像为中心展

开， 主尊 像 居 中， 为 大 像， 眷 属 围 拱 四

周， 部分采用棋格式构图。 其中殿门右壁

（东壁） 绘有二菩萨并坐像 （因其持物漫

漶不清， 身份难以辨识， 图 １６）、 多闻天

王和两大天王像； 殿门左壁 （西壁） 绘有

三面八臂顶髻尊胜佛母、 三面八臂度母、

四臂大黑天、 六臂大黑天和两大天王像

（其中底部天王所持法器为宝幢和鼠鼬，

为多闻天王， 其余三大天王法器不清， 无

法辨识， 图 １９）。 与此同时， 殿门上方绘

有无量寿佛及其胁侍白度母和绿度母像。

西壁残存有三分之一壁画， 其中西南侧表

现的是无量光佛西方净土变壁画： 无量光

佛居于画面中心， 身红色， 双手结禅定

印， 双脚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 身下为构

图紧密、 繁复的西方净土变， 其中表现有

大量的说法、 听法和宝池、 化身等画面

（图 ２２）； 紧邻的西北侧表现的是千佛壁

画， 千佛均为小像， 采用传统构图， 分行

一字排开。 由于现存壁画仅保存了原壁画

四分之一的内容， 因此对于整个佛殿壁画

的题材和图像配置难以做出准确判断， 不

过从主尊像四臂和六臂大黑天的表现可

知， 该殿壁画表现的应是噶举派题材， 与

僧人口传该寺原系噶举派寺院的说法吻

合。 此外， 该寺还保存有一幅五方佛木板

彩画 （图 ２３）。

与八宿寺觉康壁画一样， 诺尔寺一层

大殿壁画也展示出波罗风格与尼泊尔风

格融合的特点， 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方面， 并座的二菩萨的五官造型和服饰，

尤其是颈部和胸部佩饰的造型大气、 华丽，

缀满璎珞的项圈和项链体现出浓郁的波

罗风格元素， 与相邻的类乌齐寺唐卡相

近 （对照图 １６ 与 图 ３ ）。 无 量 寿 佛 净 土

变主尊无量寿佛的造型， 袈裟的穿着方式、

　 　 　 壁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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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座的造型， 尤其是其上宽大、 瓣尖弯曲

似如意云头的莲瓣， 也与类乌齐十分接近

（对照图 １８、 图 ２１ 与图 ３、 图 ４）； 另一

方面， 佛和菩萨像单色背光中繁密的卷草

纹样， 尤其是三面八臂顶髻尊胜佛母和度

母头部装饰的水滴状五叶冠等元素， 又体

现出尼泊尔风格元素 （图 １８）。 尤其是殿

门上方基本保持原状的无量寿佛与绿度母

和白度母像组合 （图 ２１）， 从色彩、 造型

到装饰都与夏鲁寺一层甘珠尔佛殿和三门

殿的五方佛高度相似。 与此同时， 三面八

臂度母等像背光顶部大鹏鸟及其两侧龙子

和龙女与其下左右的妙音鸟组合成的四拏

具造型， 不仅与类乌齐寺同一组合的唐卡

相同 （对照图 ２０ 与图 ３）， 而且与元代萨

迦南寺大殿的金铜造像、 夏鲁寺壁画， 甚

至北京居庸关云台浮雕都相似。 此外， 寺

内保存的五方佛木板彩绘， 在造型、 色彩

西藏昌都元代绘画遗存的调查与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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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风 格 也 与 夏 鲁 寺 元 代 壁 画 相 似 （ 图

２３） 。 寺内还保存有大量被毁的塑像中遗

存的桦树皮经咒和一块琉璃瓦建筑构件。

诺尔寺虽然缺乏确切的文献记载， 但所有

这些证据都显示， 它应是一座 １４ 世纪中

叶左右建造的较为重要的噶举派寺院。

（四） 伦拉伦珠曲吉寺平棊彩绘

伦拉伦珠曲吉林寺 （ ｌｈｕｎ ｌｈａ ｌｈｕｎ ｇｒｕｂ

ｃｈｏｓ ｋｙｉ ｇｌｉｎｇ） 位于察雅县扩大乡岗巴村

半山平台上。 有关寺院历史， 文献缺载。

按僧人介绍， 该寺传说由印度著名大成就

者密理瓦巴和希解派创始人帕当巴桑结所

建， 现为格鲁派寺院。 寺院由两层高的主

殿、 配殿和其他建筑单元组成， 其中只有

配殿仲江拉康 （ ｄｒｕｎｇ ｖｊａｍ ｌｈａ ｋｈａｎｇ） 中

保存有壁画和平棊彩绘。 仲江拉康坐北朝

南， 是一座 ６ 柱面积的长方形小殿 （ 图

２４）， 东西长约 ９􀆰 ３ 米， 南北宽约 ７􀆰 ５ 米，

净空高 ３􀆰 ５３ 米。 四壁部分壁画被寺院近

期安装的供柜和塑像遮挡， 题材除诸佛菩

萨外， 包括以仲敦巴和班禅为首的噶当派

和格鲁派上师等像。 据风格和部分尊像题

记判断， 壁画应绘于清末以后， 其中殿门

两侧部分壁画应为当代重绘或改绘。 屋顶

的平棊彩绘时代最早， 为该寺早期绘画遗

存。 平棊彩绘主要保存在屋顶铺满的天花

板上， 其下由 ２３ 根椽子承载。 彩绘保存

状况极差， 绝大多数因长期被熏和雨水的

侵蚀， 或漆黑一片， 或斑驳陆离， 图像已

不可辨； 另一部分则因历史上的反复修

葺， 被毁彩绘木板或被素面新板替换， 或

翻修 时 造 成 部 分 彩 绘 错 位， 图 像 紊 乱

（图 ２５）。

图 ２３　 诺尔寺藏五方佛木板彩绘和桦树皮经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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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幸的是， 大约三分之一的彩绘仍可

辨识， 题材以坛城为主 （图 ２６、 图 ２７），

同时兼有为数不多的一佛二弟子、 一佛二

菩萨组像 （图 ２９、 图 ３０）、 千佛、 上师像

（图 ２８） 以及缠枝纹样。 其中， 个别上师像

图 ２８　 仲江拉康殿上师像平棊彩绘局部

下方题写有墨书行书藏文题记， 但均已无

法辨识。 由于缺乏文献记载和题记， 这批

彩绘的经典来源不确， 鉴于大量坛城题材

的出现， 疑与 《金刚鬘》 等流行的坛城经

典有关， 有待进一步研究。

平棊彩绘也体现出波罗和尼泊尔艺术

元素融合的特点。 坛城均以圆形为主的几

何形构图为主， 采用中心构图法， 中心为

主尊， 四周环绕的数重莲瓣上分别构图眷

属， 从中心向四周辐射 （图 ２６、 图 ２７）。

诸佛菩萨和护法的造型、 色彩和纹样都与

夏鲁寺三层无量宫殿 １４ 世纪的坛城相近；

一佛二弟子或一佛二菩萨组合采用的也是

中心构图， 主尊位于中心， 两侧构图胁侍，

其外两侧采用棋格式构图， 将眷属对称地

构图在方格内。 其中以无量寿佛为代表的

彩绘体现出比较浓郁的波罗风格元素， 无

　 　 　 壁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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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寿佛双耳、 双臂的装饰， 尤其是颈部和

胸部佩戴的缀满璎珞的项圈和项链， 两位

胁侍层叠的宝冠及其上三角形的冠叶都展

示出类乌齐唐卡浓郁的波罗风格特征 （对

照图 ２０ 与图 ３）； 释迦牟尼佛与二弟子彩绘

中释迦牟尼佛的造型、 高耸的发髻、 舟形

的头光、 马蹄形的身光及其双肩上方装饰

的妙音鸟、 袈裟的着装方式以及身下的须

弥座等装饰， 也与类乌齐寺唐卡高度相似

（对照图 ２９ 与图 ２、 图 ３）。 上师像多采用

单尊或双尊四分之三侧面对坐构图， 均外

披大氅， 内著坎肩。 这种造型和着装在西

夏至元代时期的黑水城、 类乌齐寺唐卡和

达隆寺著名的达隆唐卡中都非常流行 （对

照图 ２８ 与图 ４）。 仲江拉康殿的历史虽然在

文献中缺载， 但风格类比显示， 这也应是

一座 １４ 世纪修建的寺院。 平棊彩绘虽然保

存极差， 同时其内容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

鉴于西藏古代尤其是元代平棊彩绘保存至

今的遗存极少， 因此十分珍贵。

波罗风格是在西藏藏传佛教艺术发展

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的域外佛教艺术之

一， 以 ８—１２ 世纪的古印度波罗王朝而命

名， 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入中国和东南亚

国家。 在中国， 其流行的地域和时间都非

常广， 在 ８—１４ 世纪主要流行于藏传佛教

流行的广大地区。 按现存遗迹， 最西到西

藏阿里札达县，􀂷 最东影响到内蒙古的额

图 ２９　 仲江拉康殿释迦牟尼佛与二弟子像平棊彩绘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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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纳旗一带，􀂷 东南则辐射到杭州，􀂸

西南则波及昆明一带， 其中心主要在西藏、

青海藏区以及甘肃河西走廊􀂹、 宁夏贺兰山

等西夏故地。􀂺 １３ 世纪中后期， 随着元朝

对藏传佛教的推崇， 尤其是尼泊尔艺术元

素在宫廷专门创作藏传佛教艺术的机构将

作院中大量融合汉式艺术， 形成 “西天梵

相” 艺术流派并大规模传入藏区各地以后，

尼泊尔风格元素于是风靡整个藏区和内地

的藏传佛教艺术流行区，􀂻 从而成为 １５ 世

图 ３０　 仲江拉康殿无量寿佛与二菩萨像平棊彩绘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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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后藏传佛教艺术中主要的域外元素， 而

波罗风格元素则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

中。 这两种风格在昌都八宿寺、 诺尔寺和

伦拉伦珠寺绘画中同时出现， 并且以波罗

风格元素为主， 从而表明这些绘画应创作

于波罗风格在此盛行和尼泊尔风格传入的

特殊阶段， 亦即 １４ 世纪末的元代。

二　 波罗风格的传播线路

昌都市类乌齐和察雅县的唐卡、 壁画

和平棊彩绘遗存表明， 波罗风格元素在元

代的昌都曾经十分流行。 近年在昌都相邻

的青海玉树也陆续发现了宋、 元时期带有

波罗风格元素的绘画遗存， 它们包括囊谦

县的达宁日青寺遗址壁画、 称多县的弥底

普石窟壁画和杂多县巴艾雄的佛塔壁画等

遗存。􀂷 两地的绘画遗存为波罗风格在内地

与西藏之间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从而构成了宋、 元时期这一风格传播的完

整链条。

西藏和内地都有大量的波罗风格绘画

遗存， 因此这一风格在西藏和内地之间的

传播就成为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

虽然学界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但长期以

来由于文献缺乏直接的记载和二者之间缺

乏关键的中间环节， 这一问题未能得到圆

满的解决。

西藏和内地之间波罗风格的绘画遗存

大致可以分为唐和宋—元两个阶段， 亦即

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和后弘期初两个时期。

关于唐代波罗风格向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

走廊的传播路线， 学术界一般认为是经新

疆于阗的丝绸之路传入。 一方面， 不仅吐

蕃曾控制丝绸之路和河西走廊， 从中唐后

大量在莫高窟建窟； 另一方面， 文献中留

下了晚唐时期于阗僧人和工匠逃至吐蕃传

法、 建寺的记载， 但迄今未发现于阗至敦

煌之间传播的明确遗存。 对于宋代以来的

传播路线， 张亚莎在探讨山南扎塘寺、 日

喀则艾旺寺、 夏鲁寺等绘画遗存的基础

上， 结合河西走廊、 青海和宁夏等唐以来

的遗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鉴于扎塘寺、

艾旺寺等波罗风格壁画中融合的汉式元

素， 认为 “９—１１ 世纪的丝绸之路不仅是

印度 ‘波罗’ 密教艺术向中国传播的唯

一通道， 丝路更是西北诸族文化融合交流

的重要通道”。 只不过与唐代相比， 此时

丝绸之路的东段的路线与唐代有所不同，

不再经由传统的河西走廊， 而是经青海道

（或青唐道）， 即 “ 西出青唐 （ 今西宁）

过青海湖， 沿祁连山南麓穿越柴达木盆地

……抵达今新疆地区的诺羌”， 加入新疆

传统的丝绸之路。􀂸 换言之， 宋—元时期

的传播路线仍然沿丝绸之路传播， 只不过

东段路线发生了改变。 但是， 随着近年考

古调查和相关研究的深入、 历史文献的发

现， 日益清晰地展示出西藏与内地之间另

西藏昌都元代绘画遗存的调查与初步研究　 　 　

􀂷

􀂸

２０１９ 年笔者与青海玉树文化研究院院长拉日·甲央尼玛等人对这三处遗存进行了调查。 初步成果， 参见拉日·
甲央尼玛主编 《藏族美术集成·青海卷》 中的导论 《青海玉树石窟寺院壁画》， 四川民族出版社， 即将出版。

张亚莎： 《１１ 世纪西藏的佛教艺术———以扎塘寺壁画研究出发》，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２３６、 ３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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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条重要的传播线路， 这条线路应是唐

代的唐蕃古道、 宋代的茶马古道和元代的

驿站。

唐代波罗风格在西藏与内地的传播除

丝绸之路外， 从长安至拉萨的唐蕃古道发

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以来， 学术界陆续在西藏昌都的芒康、 察

雅、 江达县，􀂷 四川甘孜州石渠县、􀂸 青

海的玉树、 海西的都兰县和甘肃民乐县发

现了 系 列 吐 蕃 时 期 的 摩 崖 造 像 及 其 题

记，􀂹 以及吐蕃高僧益西央的活动轨迹。􀂺

根据题记， 这批摩崖造像大多雕刻于 ８—

９ 世纪， 不少造像带有波罗风格特征， 其

中西藏昌都的仁达摩崖造像、 朗巴郎增寺

院的圆雕、 玉树的文成公主庙摩崖造像和

民乐扁都口摩崖造像 ４ 处造像由活跃在敦

煌的吐蕃高僧益西央主持雕刻。 西藏著名

学者巴桑旺堆据此并结合文献， 勾勒出一

条从拉萨经昌都及 “察雅、 芒康、 石渠、

玉树 通 向 长 安、 敦 煌 ” 的 重 要 交 通 线，

并且认为 “ 既可以把这一重要通道视作

一条唐蕃古道的重要支线， 也可当做唐蕃

古道的主道之一”􀂻。 毋庸讳言， 这条通

道也是吐蕃时期除于阗至敦煌的丝绸之路

外波罗风格随着吐蕃时期的佛教传入内地

的又一重要通道。

公元 ９ 世纪随着吐蕃王朝的灭亡， １０

世纪藏传佛教从青海和阿里两个方向再次

传入西藏腹地时， 这条通道又发挥了重要

作用。 １０ 世纪末， 在今青海化隆县丹底寺

学法的鲁梅等十人学成返藏， 开创了藏传

佛教后弘期的 “下路弘法”， 以西藏扎塘寺

和夏鲁寺为首的融合汉式风格的波罗风格

艺术即是 “卫藏传法十人” 的传人所建。

与此同时， 以印度大师阿底峡为首的大批

印度和西藏高僧从 １１ 世纪中叶将阿里的

“上路弘法” 传入西藏腹地后， 以噶举派、

萨迦派和宁玛派为首的各派高僧再将各自

　 　 　 壁画研究

􀂷

􀂸

􀂹

􀂺

􀂻

关于这一地区吐蕃摩崖造像及其题记的调查， 参见恰白·次旦平措 《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 《中国藏

学》 １９８８ 年第 １ 期； 张建林、 夏格旺堆等 《西藏东部吐蕃佛教造像———芒康、 察雅考古调查与研究报告》，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８；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 《西藏芒康嘎托镇新发现吐蕃摩崖石刻调查简报》， 《藏
学学刊》 第 １６ 辑。

故宫博物院、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四川石渠县洛须 “照阿拉姆” 摩崖石刻》， 《四川文物》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石渠县文化局 《四川石渠县新发现吐蕃石刻群调查简报》， 《四川文物》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

汤惠生： 《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 《中国藏学》 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 《青海玉树勒巴沟古秀泽玛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藏学学刊》 第 １６ 辑； 青海省文物考古

研究所、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四川大学考古系 《青海玉树勒巴沟吾娜桑嘎佛教摩崖石刻调查简报》， 《藏
学学刊》 第 １６ 辑。

霍巍： 《论藏东吐蕃造像与吐蕃高僧益西央》， 《西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华青道尔杰 《吐蕃高僧益西央

考辨》， 《青海民族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

巴桑旺堆： 《关于仁达吐蕃摩崖石刻的几个问题———仁达吐蕃摩崖石刻实地考察心得》， 《中国藏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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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从西藏传入西夏。􀂷 此时期从印度重新

传入的波罗风格也随之经西藏传入。􀂸 西藏

昌都和青海玉树在地理位置上正好是西藏

与内地联系的中间环节， 是宋代的茶马古

道和元代入藏驿站的必经之地， 昌都察雅、

类乌齐县和青海囊谦、 杂多县等地宋元波

罗风格壁画在这一古道沿线的发现， 不仅

证实了这条古道在宋、 元两代继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同时将西藏和内地宋—元时

期的波罗绘画风格遗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构成了二者之间这一风格传播的完整遗存

链条， 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憾。 不仅如此，

与宋代经青海绕道进入新疆的传统丝路的

传播路线相比， 仅从发现的遗存来看， 这

条线路更为重要。 总之， 西藏昌都和青海

玉树波罗风格壁画遗存的发现， 在学术上

不仅为解决波罗风格在西藏与内地之间的

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同时为进一步证

实宋—元时期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通也提

供了新的证据， 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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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近关于藏传佛教在西夏传播的研究持续深入， 新材料和新成果不断涌现。 新材料如发现并出版了噶举派高僧、
西夏帝师热巴 （１１６５—１２３８） 的传记 ［参见木雅热巴噶波 （ｍｉ ｎｙａｇ ｒａｓ ｐａ ｄｋａｒ ｐｏ） 《热巴帝师传》 （ｂｌａ ｍａ ｒｉｎ
ｂｏ ｃｈｅ ｖｇｒｏ ｂａｖｉ ｍｇｏｎ ｐｏ ｔｉ ｓｈｒｉ ｒａｓ ｐａｖｉ ｒｎａｍ ｐａｒ ｔｈａｒ ｐａ ｂｚｈｕｇｓ ｐａｖｉ ｄｂｕ ｐｈｙｏｎｇｓ ｌａｇｓ ｓｏ）， 藏文本， 香港中国博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８。 感谢德国的侯浩然博士提供相关资料］ 新成果如考证出西藏到西夏传法的高僧法狮子的身份及其

传法活动 （参见曾汉辰 《西夏觉照国师法狮子之教法来源与身份考》， 《中国藏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从文献上

进一步证实了西藏与西夏之间藏传佛教的关系。

关于宋代波罗风格传入西藏， 参见 Ｓｔｅｖｅｎ Ｍ􀆰 Ｋｏｓｓａｋ ａｎｄ Ｊａｎｅ Ｃａｓｅｙ Ｓｉｎｇｅｒ， Ｓａｃｒｅｄ Ｖｉｓｏｎｓ， Ｅａｒｌｙ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Ｃｅｎ⁃
ｔｒａｌ Ｔｉｂｅｔ， Ｔｈ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Ａｒｔ， １９９８，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ｌａｔｅ ３３， ｐｐ􀆰 ６ － ２１．


